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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基於數字勞動框架下的「不穩定性政治」（precarity）理論進

行討論，以人工智能數據標註殘障標註工為研究對象，從情感（affect）

和時間性（temporality）維度探討了數據標註工的不穩定性工作體驗，並

從主體性（subjectivity）和團結（solidarity）維度討論了他們的勞動能動性

問題。基於在數據標註產業為期兩年的田野調查，本研究結合近年平

台勞工研究中的算法控制和平台勞動再中介化討論，提出在數據標註

產業中殘障自組織（disabled people’s organizations, DPOs）1的重要性，

即，殘障自組織在嚴苛的算法控制中加入了「人類邏輯」，使得殘障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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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標註工的不穩定性工作體驗與勞動能動性呈現出多樣性與多元化。

這類多樣性與多元性為「不穩定性政治」和平台勞動理論研究提供了另

類視角，也為人工智能數據標註勞動研究提供了多元案例。

關鍵詞：不穩定性政治、數字勞動、數據標註工、人工智能、勞動能

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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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precarit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digital labor and focuses on disabled data labeling workers in China. It explores 

the unstable work experiences of data labeling workers from the dimensions of 

affect and temporality and discusses their labor agency from the dimensions of 

subjectivity and solidarity. Drawing on two-year fieldwork in the data labeling 

industry, this study combines the discussion of algorithmic control and 

reintermediation in recent platform labor research,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disabled people’s organizations
1
 in the data labeling industry. These 

organizations introduce “human logic” into stringent algorithmic control, 

thereby diversifying the precarious work experiences and labor agency of 

disabled data labeling workers. This diversity provides an altern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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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precarity and platform labor theory and offers 

multiple cases for research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ata labeling labor.

Keywords: precarity, digital labor, data labeling worker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bor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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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緣起

數字勞動的激增是近年來國際勞動界最顯著的轉型，這一轉型導致

了勞動管理和任務分配方式的變化（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9）。2021年美國從事平台工作的勞動者比例已經增長到整體勞動力

的36%（Lincicome & Blumsack, 2022）。國際勞工組織自2018年以來發

佈了多份關於數字勞動問題的報告。這些報告從工資、工作強度和可用

性、勞動過程中的溝通、社會保障以及所從事工作的類型等多個方面進

行了深入研究。與國際勞工組織的關注點相呼應，學術界在過去十幾年

間對數字勞動也進行了逐步深入的研究。斯尼切克（Srnicek, 2017, p. 43）

將平台定義為「允許兩個或更多群體進行交互的數字基礎設施，它們充

當連接顧客、廣告商、服務提供者、生產者、供應商等的中介機構」。

平台勞動包括在社交媒體平台上進行的非薪酬活動（Postigo, 2016）；涉

及廣告數據化過程的勞動（Arvidsson, 2005; Manzerolle, 2010）；由數字平

台實現的按需有償勞動（Van Doorn, 2017）；通過數字平台進行的按需微

工作，如亞馬遜土耳其機器人（Amazon Mechanical Turk）（Aytes, 2013; 

Irani, 2015）；以及零工經濟中的勞動（Graham & Woodcock, 2019）。緣起

於2010年左右的數字勞動研究的批判性根植於其自治馬克思主義和古

典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綜合理論框架。

中國平台勞動研究同樣扎根於數字勞動理論框架，而中國數字勞

動研究起步與福克斯（Christian Fuchs）和桑多瓦爾（Marisol Sandoval）

對新國際勞動分工的批判性框架。福克斯和桑多瓦爾（2014）將國際勞

動分工的概念與價值鏈研究相結合，應用於數字勞動研究中。他們強

調，數字經濟中的工人不僅受到數字媒體資本的剝削，還受到其他形

式資本的剝削，這種跨越國界的連貫勞動過程彰顯了剝削的普遍性。

福克斯和桑多瓦爾（2014, p. 507）通過確定「一個使數字媒體的存在和

使用成為可能的農業、工業和信息形式的工作網路」，為探索特定公

司、行業或經濟部門的勞動過程和勞動維度建立了理論框架。

基於中國在全球媒體生產價值鏈中的獨特地位，中國數字勞動最

初集中探討了中國作為蘋果公司的主要製造商而存在的權力動態及其

對中國勞工的影響（Chan et al., 2013; Ngai et al., 2014）。自2014年以

來，中國數字勞動研究呈現出跨學科的發展趨勢，大量社會學、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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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經濟學研究關注數字勞動和平台勞動之間的重要聯繫，其中平台出

行行業成為重要的研究領域（吳清軍、李貞，2018；Chen, 2018）。相較

於其他大量採納平台經濟模式的國家，中國服務產業的全面平台化導

致算法控制在社會層面的廣泛應用，進一步影響其數量龐大的平台勞

工群體的勞動體驗。與早期的全球媒體生產價值鏈不同的是，由於個

人數據搜集的便捷性與廣泛性，基於數據驅動的中國平台經濟顯示出

更為快速的算法迭代，從而產生更為精準的算法控制。

米切利等人（Miceli et al., 2020）將人工智能數據標註定義為一種理

解性實踐，標註工通過對數據進行標籤化使用而對其賦予含義。圖巴

羅等人（Tubaro et al., 2020）提出，人工智能數據標註勞動是典型的平台

微工作。根據人工智能訓練過程，這一勞動主要分為「人工智能預備」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eparation）、「人工智能驗證」（artificial intelligence 

verification）和「人工智能模擬」（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mpersonation）三種

類型。數據標註是人工智能長期生產過程的結構性組成部分。廣義來

說，數據標註也是為快速迭代的精確算法提供訓練數據的重要一環，其

平台勞動更是深受其服務的精確算法的控制。普薩達（Posada, 2022）運

用嵌入再生（embedded reproduction）的概念，解讀了拉丁美洲數據標註

工的勞動體驗，提出由於深處高度非嵌入的市場，這些數據標註工只能

從家庭成員、鄰居和地方性社區獲取必要支持，而此類零工形式帶來的

社會和經濟風險智能由標註工和當地社區承擔。由此，本文將人工智

能數據標註勞動置於數字勞動（尤其是平台勞動）框架下，對其勞動組

織架構與勞工能動性進行探討。

文獻回顧及研究問題

數字勞動框架下的不穩定性

數字勞動研究的集中性討論最早出現在歐洲獨立開放式期刊《朝

夕：組織中的理論與政治》（Ephemera: Theory and Politics in Organization）
2010年第10期第3／4卷中。這期以「數字勞工：工人、創造者、公民」

（“Digital Labour: Workers, Authors, Citizens”）為主題的特刊不僅選取了

義大利自治馬克思主義學派（Autonomist Marxism）為範式的工人權力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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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運動相關的文章，也選取了更為古典的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

（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為範式並強調現有生產關係主導性的系列 

文章。

及至2014年，激進馬克思主義學者福克斯編輯了以「全世界的哲學

家團結起來！數字勞工和虛擬工作的理論 —定義、範圍和形式」

（“Philosophers of the World Unite! Theorising Digital Labour and Virtual 

Work — Definitions, Dimensions and Forms”）為題的特刊。福克斯和桑

多瓦爾（2014, p. 496）在這一特刊中發表文章，將數字勞動定義為「利

用身體、思想和機器三要素或組合其中兩種要素作為生產工具，對於

自然資源、從自然中提取的資源，以及文化與人類經驗進行加工，用

以生產數字媒體的勞動」。他們強調，數字勞動是異化的勞動：它與工

具、勞動對象、勞動產品以及自身異化。這就意味著資本主義媒體生

產中，不同的數字勞工遭受不同形式的異化與剝削。

在這兩個重要發展階段中，我們可以發現，不穩定／性（precarious/

precariousness）成為了其中重要的理論概念。事實上，數字勞動研究中更

為準確的理論概念是「precarity」，中文翻譯同樣為「不穩定性」或「不穩定

性政治」（為與「不穩定／性」做出區分，下文將「precarity」翻譯為「不穩

定性政治」），但比「不穩定／性」更強調其政治意味及階級鬥爭性。「不

穩定性政治」一詞的緣起與義大利自治馬克思主義學派的非物質勞動息

息相關。在「社會工廠」（social factory）（Tronti, 1966, pp. 19–33）和「分

散的工廠」（diffuse factory）（Negri, 1989, p. 204）的論述基礎上，哈特

和內格里（Hardt & Negri, 2000, p. 292）將非物質勞動定義為「生產無形

商品的勞動，諸如服務、文化產品、知識或溝通」。這個概念強調後福

特主義時期的勞動越來越依賴於技術相關的技能，以及藝術和文化規

則、消費者規範和公眾輿論等傳統意義上與「工作」或是「勞動」無關的

活動（Lazzarato, 1996, p. 133）。哈特和內格里（2000, 2004, 2009）逐步

發展了「非物質勞動」的概念，並樂觀地預期這些勞動者對技術的運用

將通過探索自身主體性而超越資本對他們的控制。非物質勞動在其不

斷發展完善的過程中，曾遭到同為自治馬克思主義學派的卡芬西斯

（Caffentzis, 1998）的批判。他指出，哈特和內格里對非物質勞動的論述

嚴重忽視了性別問題，同時也未能意識到高度物質化的剝削形式，例

如在計算機生產中依然存在的奴隸制剝削形式。因此，哈特和內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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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物質勞動的基礎上發展了情感勞動（affective labor）一詞，將嚴重

性別化的勞動，包括照料工作、衛生保健工作和服務工作等囊括到非

物質勞動的理論探討中。

這裏需要強調的是，由於翻譯的不精確性，導致當前數字勞動的

中文文獻中經常出現將「affective labor」（情感勞動）和「emotional labor」

（情緒勞動）兩個概念混淆的現象。後者實際上是1983年由社會學者霍

奇斯柴德（Hochschild, 1983）提出的概念，它批判了商業資本將勞動者

情緒商品化，從而攫取利潤的現象。與情感勞動相比，情緒勞動的批

判性僅僅局限於性別勞動領域，而缺乏對政治語境的探索以及與非物

質勞動之間的緊密聯繫性。

以情感勞動為代表的自治馬克思主義提出的非物質勞動理論框架受

到許多涉足不穩定性政治的學者的歡迎。例如，受到斯邁斯（Dallas W. 

Smythe）的觀眾商品理論和隨之而來的用戶生成內容（user-generated 

content）討論的啟發，阿維德森（Arvidsson, 2005）使用「不穩定階級」

（precariat）一詞來批判品牌管理過度依賴於消費者的注意力，並通過吸

納城市環境中的資源（如品牌意識和忠誠度）來剝削消費者。吉爾和普

拉特（Gill & Pratt, 2008）認為不穩定性是二三十歲這一代人共同面對的

經歷，包括工作生活中的風險和不安全性。由此，不穩定性政治迅速

擴展到包括LGBT社群和女權主義者等群體。對一些學者來說，不穩定

性政治是一個經濟範疇的概念，它涉及到新型職業和勞動關係，因其能

促進抵抗和對當代政治、 生活和主體性的再想像， 成為一種更 

為開放的鬥爭工具（Andall & Puwar, 2007）。例如，斯坦丁（Standing, 

2011）將不穩定階級的概念擴展為一個正在形成的飽受長期不確定性和

不安全性的階級。它包括被傳統工人階級排除在外的社區和家庭、移

民以及少數族裔。與傳統工人階級相比，不穩定階級需要進行大量無

報酬的勞動來獲得工作，包括與尋找工作相關的無報酬的活動等。斯

坦丁強調不穩定階級的社會轉型力量。吉爾和普拉特（2008）則將不穩

定性政治與文化創意勞動和非物質勞動研究進行比較聯繫。他們認

為，文化創意勞動的學者（Banks, 2007; McRobbie, 2002; Ross, 2012）和

自治馬克思主義學者共同關注不穩定性政治在情感（affect）、時間性

（temporality）、主體性（subjectivity）和團結（solidarity）層面的問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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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方面，他們對情感勞動這一概念提出了質疑，一方面是由於這概念

只涉及在後福特資本主義中被運用的情感、感覺和人際關係，卻忽略了

文化工作中涉及的諸如精疲力盡、沮喪、競爭、不愉快的社交、焦慮和

不安全感等負面感受。另一方面，他們認為情感勞動的概念未能全面解

釋情感如何體現文化工作的不穩定經歷。相較之下，文化創意勞動研究

成功地用自我剝削（self-exploitation）的概念（Banks, 2007; McRobbie, 

2002; Ursell, 2000）詮釋了不穩定性政治。例如，麥克盧比（McRobbie, 

2002）認為，創意經理／公司通過授權一定程度的創造自由和空間來控

制文化創意勞動者。班克斯（Banks, 2007, p. 55）認為，授權創意勞動自

主權的論述旨在「克服在這個高度競爭和不確定的領域中可能出現的任

何疑慮、限制或劣勢」。而在時間層面上，與自治馬克思主義強調的「以

勞動為主導的生活時間性」類似，吉爾和普拉特（2008）強調了勞動與非

勞動時間之間界線模糊的問題。雖然他們認為自治馬克思主義強調新興

勞動主體性的論斷過於樂觀，但他們仍然肯定了自治馬克思主義者關於

不穩定性政治可能帶來的新形式團結的可能性。

綜上所述，近些年關於不穩定性政治的主要討論焦點包括：（一）

哪個群體能最好地反映不穩定性的經歷？（二）在不同不穩定經歷之間

是否可能實現團結？（三）在回應不穩定性政治時，國家／國際組織在

多大程度上能夠減輕後福特資本主義導致的問題？這些研究問題與辯

論啟發並影響了後期的平台勞動研究。

算法控制與平台勞工能動性

當前平台勞動研究主要集中於算法控制與勞工能動性的探討。格

雷厄姆等人（Graham et al., 2017）認為，算法控制將泰勒制推向極端，

從而導致平台勞工顯著去技能化。格里斯巴赫等人（Griesbach et al., 

2019）使用「算法專制」（algorithmic despotism）一詞來強調外賣平台算

法隨意而權威地控制勞動過程。他們發現，平台算法通過鼓勵勞工延

長工作時間，令拒絕訂單變得更為耗時，從而有效控制平台勞動時

間。霍克羅夫特和比爾吉塔（Howcroft & Bergvall-Kåreborn, 2019）以及

瓦拉斯和肖爾（Vallas & Schor, 2020）都強調，算法的及時反饋機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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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必須實時調整工作節奏和時間表，甚至學習新的技能以適應更新

的規則，由此進一步增加了平台勞動的不穩定性。以上多項研究指

出，算法通過信息不對稱性和技術對於報酬價格和勞工表現排名的不

透明設計，進一步加強了平台勞工的不穩定性體驗。

針對這類普遍存在的算法控制問題，平台勞動研究領域出現了一個

新的研究趨勢，即平台勞動中的和再中介化（吳桐雨、夏冰青，2023；
Langley & Leyshon, 2020；Lei, 2021）。近年來圍繞著平台產生了大量的

中介組織，這些組織協助平台落地虛擬的生產場所，嵌入地方性社會關

係（吳桐雨、夏冰青，2023）。蘭利和萊肖恩（Langley & Leyshon, 2020）

發現金融科技平台出現了再中介化的趨勢，比如各種初創公司、大科技

公司和現有銀行等各類實體開始在平台上充當中介組織，旨在降低交易

壁壘，並通過與平台連動而建立新的市場。李柯（Li, 2021）則發現滴滴

公司的勞動力短缺和波動問題是由大量的車隊管理公司作為中介組織來

解決。這些作為平台勞動再中介化代表的車隊管理公司建立了一個多層

次網絡，通過促進司機在各層級的流動來規範司機勞動行為。

這些算法控制和平台勞動再中介化的研究深入挖掘了平台勞動系

統中勞動的複雜動態，並為平台技術和勞工體驗之間的聯繫提供了有

價值的分析。我們的案例研究進一步提出，平台勞動的算法控制中是

否存在「人類邏輯」？此類「算法夾雜人類」邏輯的控制對平台勞工的不

穩定性產生了甚麼影響？而殘障自組織在其中扮演了甚麼角色？

平台勞工的能動性問題亦是近些年平台勞動研究的熱點之一。勞

工能動性最早可以追溯到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和湯普森（E. P. 

Thompson）對於人類主體性與歷史發展進程之間的哲學探討。社會學

研究進一步探索勞動過程中的人類主體性。例如，奧多赫蒂和維爾莫

特（O’Doherty & Willmott, 2001）介紹了勞工能動性的三種研究範式：

強調馬克思勞動過程理論中的經濟主義和結構主義，而忽視了勞動主

體性的正統學派；放棄了對主體性／客體性或結構分析的反現實主義；

以及提供了理解主體性社會形成的批判性的後結構主義。霍德森

（Hodson, 2001, p. 17）將勞工能動性定義為積極地創造結構性框架以外

的意義和內容，並進一步將勞工能動性行為劃分為「抵抗、公民意識、

追求意義以及勞動中的社會關係」。



131

數字勞動框架下的平台勞工能動性

對於平台勞動來說，勞工主體性和能動性由於算法控制的加入而

顯得更為複雜。例如，雷雅雯（Lei, 2021）從技術、法律和組織維度三

方面分析了外賣服務平台和外賣零工平台的「平台架構」。從兩者不同

的平台架構出發，雷比較了不同平台勞工的抵抗性行為，從而發現零

工平台勞工更傾向於組織不同形式的集體行動，來抵抗平台架構對他

們的控制。研究還發現，外賣平台的中介組織中的管理者仍有一定空

間與自由協同算法來管理工人。例如，當算法對於外賣勞工的管理過

於嚴苛時，中介組織中的管理者就會通過安慰平復外賣勞工的情緒，

以減少勞工的不滿，從而降低勞工集體抵抗的可能性。

上述研究一方面揭示了「平台架構」的不同性導致算法系統與人類

管理者之間的關係較為多元，另一方面探討了平台勞工能動性中的「算

法邏輯」和「人類邏輯」，也因此令平台勞工的能動性顯得更複雜多樣。

我們的研究正是在上述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提出，殘障自組織 的加入

如何使得多元的「算法控制」與「勞工能動性」更為動態。因此，我們的

研究旨在回答下述問題：

1.  殘障數據標註工如何經歷「算法邏輯」和「人類邏輯」下的不穩

定性體驗？

2.  「算法邏輯」和「人類邏輯」如何影響平台勞工能動性？殘障自組

織在形塑平台勞工能動性中又扮演甚麼角色？

研究方法

我們這項針對中國人工智能數據標註勞工的研究起源於2019年7

月。截至2023年初，我們的田野調查覆蓋了位於上海以及中國中部、

西南、東北、西北和南部等五個省份的七個數據標註基地。我們在這

些數據標註基地中一共從事了為期107天的民族誌研究。在此期間，我

們撰寫了總字數超過20萬字的觀察日誌，與各類勞動者進行了155次

半結構式訪談。這些受訪者主要包括來自高科技公司的項目經理和算

法工程師、來自地方政府大數據部門的工作人員、非政府組織的管理

者，以及數據標註公司的管理者、勞工及其家人。每次訪談持續一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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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小時，其中有16次訪談是通過網絡視頻形式來完成的。此外，我

們還在實地調研中組織了十次焦點訪談小組。具體的田野調查細節如

下表所示：

表一　具體研究信息

基地 天數 時間 數據

貴州A基地
第一階段：6天 2019年7月29日至8月3日 4個訪談；9,305字觀察筆記

第二階段：7天 2019年12月2日至7日 21個訪談；3個焦點訪談小組

貴州B基地
第一階段：14天 2019年11月17日至12月1日 20個訪談；1個焦點訪談小組

第二階段：24天 2020年11月7日至30日
16個訪談；2個焦點訪談小
組；59,738字觀察筆記

黑龍江C基地 11天 2020年1月1日至11日 25個訪談；12,410字觀察筆記

上海D基地 16天 2020年12月15日至30日
13個訪談；1個焦點訪談小
組；17,537字觀察筆記

陝西E基地 9天 2021年1月10日至18日 
19個訪談；1個焦點訪談小
組； 57,553字觀察筆記

廣東F基地 8天 2021年7月19日至26日
7 個 訪 談；2 個 焦 點 訪 談 小
組； 7,579字觀察筆記

山西G基地 12天 2020年9月1日至12日 14個訪談；22,805字觀察筆記

和張總去成都洽
談業務

3天 2021年7月8日至10日 19,666字觀察筆記

網絡視頻訪談 ／ 2022年10月12日至11月13日 16個訪談

我們將數據標註基地分為三組：（一）由地方政府主導運營，僱用

婦女工人為主的A基地和B基地；（二）由非政府組織主導運營，僱用

殘障工人為主的C、D、E和F基地；（三）由學校和地方政府主導運

營，僱用學生工人的A基地和G基地。在本文中，由於殘障自組織的

多樣性，我們主要選取以殘障標註工為主的C、D、E和F基地作為主

要分析案例。雖然同為非政府組織主導，但是擁有政府背景的C基地

和作為殘障自組織的D、E、F基地在勞動管理層面呈現出很大的不

同，因此本文選取這四個基地在勞動報酬、勞動目標、勞動控制和勞

動能動性等各個層面進行分析與比較。但是這種案例選定並不意味著

本文排除其他案例，相反，我們在本文中將其他基地的案例作為補充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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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

以「不足」實現「補足」：人工智能數據標註中的殘障群體

現有關於殘障勞工的研究大部分集中探討殘障者作為社會少數群

體如何在勞動力市場受到歧視和不公平對待（Hall & Wilton, 2010; Hao 

& Xiao, 2022; Jones, 2016; Randle & Hardy, 2017; Williams et al., 

2017）。例如蘭德爾和哈迪（Randle & Hardy, 2017）強調，英國電影和

電視市場不僅通過生產模式，還通過年齡、性別、種族或移民等因

素，將殘障者排除於勞動力市場之外。與這些現有研究相反，我們發

現，中國目前的人工智能數據標註市場中出現了一群殘障勞工，他們

在一些殘障自組織的有效管理下，為許多科技公司的人工智能項目提

供了重要的數據標註工作。

我們調查的C基地成立於2019年10月，由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

發起，在C地的殘疾人聯合會協助下成立。這個基地的管理者是一對

夫婦，其中男方患有腿部殘疾。該基地主要分為呼叫中心和大數據標

註兩個部門，前者共有23名員工，其中九名是肢體殘障；後者有28名

員工，其中26名是肢體殘障，兩名是殘障者家屬。大數據標註主要負

責圖片和文本標註，大部分是人工智能數據標註初期的「拉框」項目。

這類標註工作大多為計件工，殘障標註工每月收入從幾百元到兩千元

不等。D、E和F基地從2018年開始為科技大公司Z廠提供數據標註服

務。這是一個由殘障組織經營，共有四十幾名殘障員工的組織（每個基

地有超過十名的殘障勞工）。主要的組織者張總是我們的關鍵報導人，

他自己也是一位殘障人士。在上海的D基地是張總委託一對殘障夫妻

進行管理（女方主要進行人事管理，男方主要進行業務對接），裏面十

幾名員工都是視障患者，主要從事語義標註；在陝西的E基地是張總和

當地的一個殘障自組織合作建立，管理者是朱老師，十幾名員工都是

肢殘，主要從事音頻轉錄和文本標註；在廣東的F基地則是張總和當地

的殘障自組織合作，管理者是王老師，十幾名員工既有視障也有肢

殘，主要從事語義標註和粵語音頻轉錄。與C基地不同，這三個基地

的殘障員工都是每月三千至六千元不等的固定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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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研究顯示，殘障者在生理上的不足是他們被排除在勞動力市

場之外的主要原因（Hall & Wilton, 2010; Hao & Xiao, 2022; Jones, 2016; 

Randle & Hardy, 2017; Williams et al., 2017）。例如，哈爾和威爾頓（Hall 

& Wilton, 2010）提出，因為殘障者在傳統勞動力市場受到顯著排斥與

歧視，他們建議將非政府組織工作、志願工作或是創意勞動等無償工

作作為殘障者有薪工作的替代，以便降低殘障者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門

檻。福斯特（Foster, 2018）則將殘障者被勞動力市場的排斥視作新自由

主義的產物，認為這是當下大部分群體在經歷的不穩定性體驗。在這

樣的語境下，為甚麼殘障者會成為補足人工智能的數據標註產業中的

勞動力呢？亦或是，殘障者作為標註勞工與其他類型的標註勞工有甚

麼顯著區別？

首先，大量科技資本注入人工智能產業導致了數據標註勞動力市

場迅速擴張。尤其是2023年初ChatGPT的推出，使得中國的人工智能

進入大模型熱潮，而在此之前的中國人工智能市場一直集中於無人車

駕駛領域。這兩波人工智能熱潮的交替興起，使得文本標註、語義標

註和3D無人車標註市場都呈現快速擴張的狀態。如此規模龐大的市場

自然需要大量的勞工來完成海量的標註工作，甚至是被傳統勞動力市

場排除在外的殘障者也成為剩餘勞動力被吸納其中。

其次，殘障者某些被傳統勞動排除在外的特性反而成為了數據標註

工作中的優勢。例如，我們觀察發現，由於視障患者需要豐富的想像

力來彌補他們的視覺缺陷，所以他們在交流過程中對他人的意圖顯得非

常敏感。而這種豐富的想像力和解釋他人意圖的能力與需要將元數據

文 檔 衍 生 至 相 關 概 念 的 語 義 標 註 所 需 要 的 工 作 技 能 吻 合（訪 談
D20200101、D20200102、D20200103、D20200104）。同時，相較於健

全勞工，視障勞工由於需要依靠手機上的閱讀軟件來閱讀標註內容，因

而無法在工作時使用手機娛樂，更能保持高度專注力。這一特點也使

得標註工作青睞殘障群體（D基地觀察日誌）。此類特殊的專注力與想像

力在既有殘障研究中往往被視作社會建構，而本研究中的殘障自組織則

是將這一建構形象傳播更廣的主導者。同時，傳統勞動力市場對他們

的排斥導致殘障者分外珍惜有薪工作的機會。D、E和F基地的殘障勞

工都提到「專業職場」賦予他們工作尊嚴，而這種尊嚴是他們感受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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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包容並實現自我的核心（D基地觀察日誌）。這也就導致在以高流失率

聞名的數據標註產業中出現了殘障勞工這一「反常穩定」的群體。

最後，自中央政府在2021年發佈針對科技巨頭的新反壟斷規定之

後，這些參與數據標註行業的科技巨頭紛紛開始尋求慈善和公益項目

來展示他們的社會責任，以期響應政府號召。而張總的殘障組織正是

抓住了這一契機，將「殘障者參與到人工智能事業中」作為宣傳重點，

吸引了Z廠之外的另一家科技巨頭，成功擴大了他們的數據標註版圖

（D基地觀察日誌）。

那麼，看似穩定的殘障標註工是否在數據標註產業中同樣獲取了

「穩定的工作體驗」呢？答案是否定的。

「穩定」的殘障標註工的「不穩定性體驗」

正如福斯特（2018）所說，殘障者受到勞動力市場的排斥與歧視不

應只被視作少數群體的體驗，實際上，在精益管理意識形態（lean 

management ideologies）和新自由主義的共同作用下，大部分社會群體

都在經歷不穩定的工作體驗。如前文所述，關於不穩定性的研究通常

關注情感、時間性、主體性和團結層面的問題。

無論是情感勞動還是自我剝削的概念，不穩定性體驗往往會被部

分歸因為勞動中樂觀積極的情感體驗。我們調查中的C、D、E、F基地

都刻意營造了一種愉悅的工作氛圍。例如C基地的女性管理者趙姊一

直在基地充當大家長和知心姊姊的角色，試圖將工作氛圍營造成家庭

氛圍。在基地剛創辦的第一階段，為了將二十幾個縣里上來的殘障者

留下來做標註，趙姊幾乎每晚都會去他們宿舍「嘮」，還和男性管理者

孫總經常買水果去慰問住在C基地附近的殘障家庭，勸導更多殘障者

走出家門，加入數據標註工作（訪談C20200103）。在我們調查期間，

幾乎每天都能看到趙姊穿梭在各個工位上，和每個人拉家常。用基地

的財務人員李姊的話來說，趙姊「親力親為，〔關於每個殘障者的事〕都

著急上火」（C基地觀察日誌）。其間，還有一對基地的殘障夫婦在收到

當月近兩千元的工資以後，非拉著趙姊當天晚上去吃燒烤，以表示感

謝（C基地觀察日誌）。我們在C基地的時候恰逢東北的冬季，經常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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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堵道的情況。C基地門前是一條略有坡度的通道，對於使用輪椅的

肢殘來說，下雪以後結冰的通道是非常危險的。每當下大雪的時候，

基地都會提供在家做標註的選項，但是即便如此，也有不少殘障者都

選擇來基地標註，理由是「辦公室有氛圍」（訪談C20200107）。李姐向

我們展示了某天早上她拍攝的一張照片，是自身走路都不穩的孫總小

心翼翼地推著使用輪椅的肢殘走過結了冰的通道，她笑稱這是「年度感

動中國」的照片（C基地觀察日誌）。我們的觀察發現，由於這些標註主

要局限於拉框，是一個尤其枯燥的工作，所以標註工就有策略性地一

邊拉框一邊聊天來抵抗枯燥：

這麼幹著聊著可能這個活就上去了……我們屋裏面不像客服，

該說話說話，不說話不行。有時候就是喊一嗓子，過來看看我這

個，到底怎麼框怎麼做，過來看完了聊兩句天，回去接著做，不

自覺地數量就上去了。（訪談C20200110）

正是這種輕鬆的「家庭氛圍」促使很多標註工「從來不請假，不敢請

假」，生怕因為請假而被基地勸退。有的更是選擇「每天加班，就不聲

不響地加班」（訪談C20200103）。正如前文所述，殘障工人長期被排除

於勞動力市場以外的境遇使得這些標註工分外珍惜「外出工作」的機

會，而基地塑造的「家庭氛圍」更是讓這些標註工能從熟悉的「家庭」環

境順利過渡到「外出工作」的環境。
D、E和F基地則更強調專業的「職場」，但是即便如此，其中D基

地也充滿了愉快輕鬆的氛圍。我們在觀察期間，發現這些視障標註工

也會邊標註邊聊天，聊天內容除了工作以外也涉及各自的生活。甚至

當聊天過於激烈的時候，會有戴著耳塞聽閱讀軟件的視障勞工大聲抗

議聊天音量（D基地觀察日誌）。視障勞工之間還各自取了綽號暱稱，

例如「蚊子」、「小狗」、「小雞」等等，號稱整個辦公室是一個「動物園」

（訪談D20200104）。我們在E基地的時候更是經常加入組員之間的聚

餐。當地管理者朱老師也經常在夏天請組員去相熟的店家喝酒聚餐（由

於肢殘使用輪椅，會佔用過多的空間，很多店家不願意接待。所以有

相熟的店家能在夏天的街道提供額外的場地讓這些輪椅使用者聚餐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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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尤為重要）。儘管同事之間關係融洽，但是工作中依然存在「負面」情

感勞動，其中最顯著的便是與標註上游的開發人員的溝通：

最抓狂的就是各種工作的規則不同步，〔開發人員〕變後不告訴我

們，然後給我們鬧的不好做……開發的腦袋總是變……〔開發人

員〕都已經忘記最初的規則是甚麼了……（訪談D20200104）

上游公司Z廠給基地的標註規則長達2,000頁，而其中大概有1,600

頁幾乎都被開發人員在和標註工溝通的時候推翻了，可以說標註規則

是時刻在變。例如，其中有一條規則要求標註工將用戶語義分成三

塊：鬧鐘、日曆提醒和倒計時，原先的規則是用戶相關話語「大於等於
60秒」的是鬧鐘，「小於等於60秒」的是倒計時。沒多久，這一規則就

在標註過程中被開發人員推翻，重新制定了「關鍵詞」作為標註規則：

關鍵詞「倒計時」優先於「鬧鐘」，優先於「日曆提醒」；關鍵詞「喊」優先

於「叫」，優先於「告訴我」；帶事件優先於不帶事件。當用戶指令是「明

天早上八點叫我起床」，這個信息就被歸類為「鬧鐘」；當指令是「明天

早上喊我八點做飯」，因為關鍵詞中有事件「做飯」，所以這一指令會被

歸類為「提醒」。但如果當指令是「明天早上八點叫我起床做飯」，即便

「做飯」是「提醒」，但是因為「叫」的優先級高於「做飯」，所以這一指令

應該被歸為「鬧鐘」 （D基地觀察日誌）。

可以說，諸如此類的標註規則往往是將普通人的思維邏輯不斷細

化分析，因此開發人員試圖不斷修改標註規則以將這一細化過程模塊

化。即便視障勞工具有超越健全人的敏感度與想像力，將這些分析過

程規則化以及跟上開發人員改變規則的節奏仍會不斷消耗他們的情

感。同時，因為開發人員大多習慣計算機用語，因此這些標註工需要

不斷學習以理解消化規則。正因為開發人員快速變化的規則，導致標

註工和質檢工之間也充滿了矛盾。例如，D基地有一批10月7日至31

日的數據是按照老規則標註的，開發人員卻在11月15日通知他們標註

規則改變了，而因為質檢收到10月7日至31日的數據是在11月15日之

後，質檢就裁定這一批數據全部標註錯誤，打回去讓標註工重新做，

標註工對此自然是怨言頗多（訪談D20200113）。這期間浪費的時間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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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無不顯示了標註勞動中的情感勞動。而上文所述的輕鬆且專業的工

作氛圍似乎成為了他們接納這些負面情感的動因。某種程度上，這響

應了文化創意勞動關於自我剝削的論述。

不穩定性體驗中的時間性往往強調勞動時間主導了生活時間，或是

工作與生活邊界的模糊。已有研究往往遵循這一論點探討文化創意勞

動中的加班和工作生活時間混淆的問題（Banks, 2007; McRobbie, 2002; 

Ursell, 2000）。對於大多數殘障者來說，由於傳統勞動力市場對他們的

排斥，他們的生活時間並不像大部分上班族一樣由工作時間主導，換句

話說，大部分殘障者並沒有「朝九晚五」或是996工作制的工作時間體

驗。例如，我們在C基地遇到的小富是一名99年出生的肢殘。由於是

家中獨子，加上家庭條件不錯，在從事數據標註之前，他一直在家中

「玩電腦、看電視、遛狗」，最高紀錄甚至有半個月不出門；但自從進入

基地以後，他「早上一到點就坐起來，穿上衣服就往〔基地〕跑」（訪談
C20200105）。對於在精益管理意識形態和新自由主義共同作用下的大

部分社會群體而言，勞動時間的主導性導致他們不斷模糊工作和生活的

界限，甚至導致自我剝削。然而，對於殘障者而言，由於勞動可能性

的缺失，導致他們「喪失」了「被勞動時間主導生活」的可能性，而數據

標註的勞動機會則賦予了他們成為「社會人」的可能性：

上海有很多人每天上班都需要一個多小時，其實我覺得擠擠晚高

峰也挺開心的，因為至少我覺得我跟普通人是一樣的，就比較享

受這個過程，覺得跟〔普通人〕是一樣的。（訪談D20200108）

既有殘障研究往往將殘障群體這一特殊的時間體驗概念化為殘障

時間（crip time）（Wu, 2023），強調其與工業時間的不兼容性。由於殘

障者的身體與思維往往與工業社會規範下的經濟時間不相容，出現刻

板印象下的缺乏生產力的表現，例如「低效」、「遲到」等（Wu, 2023）。

既有殘障研究也提醒我們注意將殘障群體在「殘障時間」中的困境與掙

扎納入研究視角。我們同樣發現，對於長久以來被排除在勞動力市場

以外的殘障者來說，他們分外珍惜這種擺脫「殘障時間」，轉而能被經

濟勞動時間規範的機會，這也使得他們更不介意工作與生活的邊界模

糊。例如，F基地的粵語標註項目正是三位肢殘勞工每晚主動加班加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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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的。2020年，Z廠開發了粵語產品，讓張總團隊試標粵語項目。F

基地的組長小穎和另外兩位懂粵語的肢殘標註工就在每天八小時的標

註工作以後，主動留下來加班到十點，將粵語試標項目完成。由於標

註質量較高且完成時間較短，F基地很快拿到了粵語標註的正式項目，

並在2021年4月成立正式的粵語標註部門，又招納了四名正式的殘障

標註工。當我們詢問其中一位標註工小玲，當時是按條數還是按小時

數來計算加班費時，小玲表示從未計較此事，只記得最多的一次是一

個月因為加班多收到了八百元（F基地觀察日誌）。她表示，她們主動加

班的原因純粹是想正式拿到這個項目，「讓團隊成長發展，〔自己〕有歸

屬感」（訪談F20210107）。

因此，當我們針對殘障標註工時，不穩定性體驗中的時間性維度

或許更應結合殘障群體的特殊性進行重新審視。當然，本研究並不是

否定已有時間性研究的批判性，而是建議考慮殘障標註工群體帶來的

對於時間性理解的多樣性。

從「不穩定性體驗」到「不穩定性政治」：算法邏輯與 
人類邏輯下的勞工能動性

平台勞工的能動性首先源自於勞工對自我群體的認知與認同。殘

障標註工因其群體的特殊性擁有更明確的自我群體認知，前文所述的

各個基地融洽愉快的工作氛圍正是這種自我群體認同感的最佳體現。

而我們研究中的殘障自組織則因為其負責人都是殘疾人的緣故，進一

步加強了這種群體認同感：

〔張總〕知道殘疾人找工作不容易，只要有一份工作，我們都會

加倍地去珍惜。一些殘疾人很害怕面臨失業，所以殘疾人就業比

較穩定，不會有太大的流動性……可能我這種出行的障礙，〔張

總〕不太能感同身受，但是殘障者心理上的認同感，我覺得是一樣

的。（訪談F20210107）

我們的受訪者不斷強調這些殘障自組織管理者的殘障者身分給他

們帶來歸屬感和認同感。而這些管理者選擇的數據標註工作則讓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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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了社會，不像在家那麼閉塞」，並擁有「充實的一天」（訪談
C20200109）。

殘障管理者更了解這個群體的特性，在算法控制的框架下更容易

協助管理殘障標註工。以上海為例，一、二級殘障者的政府福利包括

每月一兩千元的基本補貼和三百至五百元不等的節假日補貼，由政府

支付的家庭保潔六十元一小時，同時還有政府提供的廉租房。但是如

果殘障者找到正式工作，由工作單位繳納社保的話，這些福利將被取

消（D基地觀察日誌）。由於張總熟知這些隱形福利與政策，所以僅要

求Z廠支付殘障標註工基本工資，免繳社保，以此來保障殘障標註工享

受的政府福利。對於Z廠來說，免繳社保意味著用工成本大幅降低，

同時也能穩定本地殘障員工，即，將本屬於企業的用工成本轉嫁到政

府。殘障自組織成為了這一轉嫁的有效連接器，正是由於熟知殘障群

體的這些隱形福利與需求，這些殘障自組織有效協助算法招納並穩定

了勞動力。以上海的D基地為例，一半員工在基地已有四年以上的工

作經歷。這在以高流動率聞名的數據標註行業顯得尤為難得。

而在勞動過程中，殘障自組織不但將不同類型的標註任務分配給

適配的殘障群體，還主動開發標註工具以完成任務。例如，張總將語

義標註分配給D基地富有想像力和擅長揣摩情緒的視障勞工，將語音

轉錄分配給E基地肢殘勞工，將粵語標註分配給位於廣東地區的F基地

的肢殘勞工：

比如你要選擇提交功能點，跳不到框框裏面，如果我們自己弄的

話就要找很久，這個光標它會一直跑，可能就是讀不到我們想要

的那個功能點。〔小錢〕做這些小插件會讓你點開就直接跳到這

裏，更方便……還有我們聽語音的時候，普通人點一下就可以

了，我們點不到，他就做了快捷鍵，然後一按就出來了。或者語

音有噪音，對耳朵的傷害很大，他做了暫停鍵，就停掉了……比

如播放組要搜索網頁，他做了一個小工具，可以直接接入到喜馬

拉雅和百度，只用快捷鍵就可以了。（訪談D20200108）

訪談中提到的小錢正是張總培養的弱視技術工人，由於他熟知視

障標註群體的工作障礙與需求，所以能有針對性地開發小工具，以輔

助他們使用快捷鍵提高標註效率。同時，標註任務的分配不僅需要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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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自組織了解不同殘障勞工的能力與需求，更需要熟知並能善加利用

當地政策。例如E基地近兩百平方米的場地正是朱老師的組織在當地

政府的優惠政策下免費租用的。這個場地不但寬大到能容納所有電腦

和辦公桌，更能容納所有的輪椅車頭和輪椅，甚至還配有專用的殘障

廁所。這些殘障自組織提供的免費的便利條件對於諸如Z廠之類的科

技資本來說，進一步降低了他們的用工管理成本，也進一步協助科技

資本吸納殘障勞工。

然而殘障自組織也不是單一地協助算法控制，由於其特殊的組織

性質，這些殘障自組織也會幫助殘障標註工獲取一定的勞動自由與空

間，即勞工能動性。例如D基地所在的上海地區經常會在夏季遭遇颱

風這種極端天氣，基地就會向Z廠申請讓員工居家辦公。我們調查期

間還遭遇了一次基地所在樓層的配電箱著火事件。雖然火苗很快被撲

滅，沒有造成影響，但是在發現火苗的第一時間，該組織就向Z廠申請

了居家辦公，當天下午及第二天，員工被允許居家辦公。E基地由於是

肢殘為主，有時候基地就會以員工久坐產生褥瘡為由，向Z廠申請居家

辦公。這種「編出來的合理理由」正是由於殘障自組織對不同殘障群體

日常生活困難的理解（D基地觀察日誌），才能幫助標註工在嚴苛的算

法控制中獲取一定的自由空間。

算法控制的嚴苛性在過往研究中已有諸多批判性描述（Chen, 2018; 

Lei, 2021）。作為平台產業之一的數據標註產業自然也有嚴格的監管。
Z廠要求標註工使用Z廠提供的標註平台以及VPN（virtual private 

network）進行標註，除了防止員工下載任何大文件洩露商業信息以外，

更是為了對員工的勞動過程進行實時監控。例如，Z廠實行了「半小時

切片」的算法控制：每過半小時，每個標註工的產量都會通過平台系統

上傳到Z廠，一旦產量過低（例如低於這個標註工的平均產量或是顯著

低於前半小時的產量），Z廠的管理者就會通知基地組長，要求組長提

醒員工認真工作。同時，Z廠還實行了「雙標」的數據驗證方式，即算

法系統會將同一條標註內容隨機分派給兩個不同的標註工，只有當兩

個標註工的標註結果相同的時候，他們才能成功遞交標註結果到平

台，再由平台轉送到質檢。一旦兩個標註結果出現不同，這條標註就

會被送到第三個人手中進行仲裁，只有仲裁結果與其中一人符合以後

才會被送到質檢手中（D基地觀察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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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便在如此嚴苛的算法控制之下，殘障標註工依然會發揮

能動性，為自己爭取一定的勞動自由與空間。例如，D基地的標註工

被分為六個組，分別是信息查詢組、基礎工具組、硬件控制組、生活

服務組、內容播放組和閒聊組，其中內容播放組的標註量是最多的，

一般當天無法完成。於是，其他組的員工就會在完成當天標註量以

後，「主動支援」播放組（D基地觀察日誌）：

我們是週五給量的，一般情況下，播放組的是週四都做不完當週

的量，所以週五他們還要做前一週的。其他組的夥伴會放下新發

下的包，先去幫播放組。播放組全部做完了，大家才會再去做各

組的新數據。（訪談D20200111）

同時，新老員工之間會通過各種方式「保持」相似的標註量。例

如，閒聊組的員工相較於其他組來說屬於較新的員工，他們通過在每

天下班前各組匯報完成的標註量時得知其他老員工的工作量以後，就

在自己的微信小群「一本正經的閒聊」中商量應否減量。於是，他們的

標註量從每天750條，下降到650條，最終「以老員工為標桿」，保持每

天550條的標註量（D基地觀察日誌）：

反正大家最終就是商量著做，大概每天多少條，差不多就可以

了。（訪談D20200108）

同樣的「配合默契」甚至出現在不同基地之間。由於「雙標」的隨機

派發性，有的時候同一個數據包可能會被分發給兩個處於不同基地的

標註工手上，例如D基地和F基地就經常出現兩兩搭檔雙標的情況。儘

管視障標註工的閱讀軟件語速可以提升到四五十倍速，但是還是不如

肢殘標註工直接「一目十行」來得快，同時視障標註工主要依賴於全鍵

盤操作，也不如肢殘標註工直接鼠標標註來得快，更遑論遇到錯別字

的時候，視障標註工還需要耗費多餘的時間去確認，因此，就算是同

樣的數據包，肢殘標註工往往要比視障標註工的標註速度快。但是，

兩個基地的標註工都非常有默契地將差距保持在每天一百至三百條的

數量。即，F基地的肢殘標註工有意識地降低速度，讓自己每天的標註

量比搭檔的D基地的視障標註工多一百至三百條。而這個差距量的制

定也頗有講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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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肢殘標註工）和他們（視障標註工）做同樣的量，上面（Z

廠）的人會覺得我們沒有能力，所以我們要多，但是不能多太多。

如果多太多的話，人家（上海）那邊（視障標註工）又要不爽了……

〔這些〕都是我們大家自己商量出來的。（訪談F20210102）

由此可見，當抵抗嚴苛的算法控制時，這些標註工可以跨越地域

和所屬群體，在具體勞動過程中發揮能動性，積極尋求對策，通過橫

向聯合來主動進行抵禦。而殘障自組織的管理者對此保持默許的態

度，甚至是「變相鼓勵」，例如D基地中的新員工正是通過管理者每天

公開通報每組的工作量，才得知老員工的標註量，從而降低自己的標

註量。如果將這些能動性放到「不穩定性政治」的理論框架中來看，這

也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勞動的團結。然而這種團結是否能夠持續？或是

能否擴大範圍？答案是未必。

我們在幾個基地的調查過程中發現，殘障群體存在著隱性的等

級。如圖一所示，殘障群體通常自稱「老殘」，聾啞者被戲稱為「小

聾」；肢殘者被戲稱為「老肢」；視障者雖然都被戲稱為「老盲」，但是這

一群又被劃分為「幹按摩的」和「非按摩的」，前者通常被戲稱為「老

盲」，特指這一群體「保守守舊的心態」，後者又被細分為玩音樂的群

體、玩技術的群體和做非政府組織倡導工作的群體。要注意的是，這

些戲稱通常不是群體的自稱，例如，視障群體不會自稱為「老盲」，但

是會稱呼肢體殘障為「老殘」，肢殘群體反之亦然。也就是說，這些綽

號是一個殘障群體對於另外一個殘障群體較為貶義的稱呼。

圖一　殘障群體中的等級（根據筆者田野調查數據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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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各個基地的觀察也發現，視障群體經常提及自己通常是「懷

才不遇」：

老肢的心態都沒有我們（視障）好，因為老肢大部分是後天的，老

盲很多是先天的……他（老肢）是自我保護的那個習慣，那個外殼

太硬了……（訪談D20200102）

具體到標註工作而言，E和F基地的肢體殘障標註工經常提及D基

地的視障標註工的速度明顯不如他們。而D基地的視障標註工則經常

強調他們的準確率高，以致於返工率低。這些不同殘障群體之間的矛

盾並不大，但是也因為根植於各個群體自我認知之中，而顯得無法調

和。因此，當我們回答不穩定性政治提出的「在不同不穩定經歷之間是

否可能實現團結？」的問題時，具體到數據標註工作中，這個答案似乎

並不盡如人意。誠然，在具體勞動過程中，應對算法嚴苛，不同的殘

障標註工群體在殘障自組織的默許甚至鼓勵下，可能形成臨時性的團

結實踐。然而，現有不穩定性政治研究中討論的團結則是更為宏觀層

面的反抗資本實踐，這一宏大命題在自我身分認同相異的不同殘障群

體中暫時難以實現。同理，即便同樣是非政府組織形式的殘障自組

織，D、E和F基地的殘障自組織相較於擁有政府機構介入的C基地而

言，前者對於殘障政策的靈活應用使得他們能與現有資本形成更靈活

的協商空間。例如，張總會利用各地政府對於殘障群體的經濟補貼來

增加標註工收入，從而使得他們在資本壓榨下仍有生存空間，換言

之，張總的殘障自組織相較於孫總的C基地而言，與資本更有協商空

間，進而這兩類基地更不可能在宏觀層面形成對資本的統一反抗實

踐，即，不穩定性政治期許的「團結」在此語境中更難實現。

結論

綜上所述，由於宏觀環境的變化，例如人工智能數據標註市場的

擴大與國家政策的變化，被傳統勞動力市場排除在外的殘障者「反常

地」成為了數據標註產業中的「穩定勞動力」。殘障自組織在這一適配過

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殘障自組織協助科技資本發掘了不同殘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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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對應不同標註工作的特性，從而協助不同殘障群體適配於不同的

標註工作。相較於其他類型的標註工，殘障標註工顯得更為穩定，例

如D基地一半以上的員工擁有四年以上的標註工作經歷，但是，殘障

標註工的勞動體驗同樣呈現了不穩定性特徵。具體而言，與創意勞工

類似，由於殘障自組織營造的愉悅的工作氛圍，殘障標註工願意忍受

與開發人員的不良溝通體驗，也願意主動加班加點爭取新項目。創意

勞工研究通常將這種情感勞動概念化為自我剝削，但是結合已有殘障

勞工研究，我們認為，簡單地將殘障標註工的情感勞動概念化為自我

剝削會將殘障標註工的勞動過程簡單化。例如，由於長期被排除於勞

動力市場的前期經歷，殘障標註工尤其珍惜這一有酬的正式工作，認

為這一工作帶給他們自尊感，增進社會包容，使得他們能夠實現自我

價值。這一類自我認同感需要被納入現有關於情感勞動和自我剝削的

研究中，以剖析此類現象的多樣性與複雜性。同時，此類多樣性也提

醒我們慎用單一的概念覆蓋不同的勞工群體，即便是在同樣的新自由

主義語境下，諸如殘障勞工這類少數群體的不穩定性體驗需要結合其

群體特性進行深入研究探討。

其次，殘障標註工在時間性維度也呈現出其獨特的不穩定性。例

如，與已有研究有所區別的是，殘障標註工長期缺乏「勞動時間」的體

驗，因此，他們反而傾向於標註勞動帶來的勞動時間主宰其生活時間

的性質。出於對社會身分的認同與渴望，他們甚至願意不計報酬地增

加勞動時間，以此獲取勞動力市場的准入門檻。而這門檻不僅僅是針

對他們個體，更多的是對殘障群體的開放度。換言之，殘障標註工在

時間層面的不穩定性同樣出現了勞動時間主導生活時間的特點，但是

我們需要進一步探討其背後折射出來的殘障勞動力市場的特殊性，尤

其是殘障勞動力對於這種工作生活時間界線模糊的渴求以及其中折射

的群體認同感。

這類群體認同感進一步促使我們探討殘障勞工群體中的不穩定性

政治的第三和第四個維度：勞動主體性和團結的可能性。不可否認的

是，殘障標註工的勞動過程顯著體現了勞工能動性和勞動主體性，例

如，不同殘障群體之間聯合對抗算法控制下的高強度勞動。殘障自組

織則在這一聯合對抗中協助殘障勞工抵抗算法控制。但是需要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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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殘障自組織的角色並不固定，在某些時刻它傾向於協助科技資本

加強對殘障勞工的算法控制。只有當算法控制影響殘障勞工日常生活

或是殘障勞工身為少數群體的身分認同時，殘障自組織才會與殘障勞

工聯合，採取措施抵抗算法的嚴苛控制；但是這種勞動主體性和勞動

能動性並不能帶來殘障勞工群體的團結。其原因一方面根植於殘障勞

工群體本身的群體身分認同，殘障群體之間無法調和的等級區分阻礙

了最終形成統一抵抗群體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殘障自組織更能與現

有資本形成協商空間，從而削減統一反抗的可能性。其根本原因在於

殘障自組織更熟知地方政府的福利政策，並擁有更廣闊的社會網絡以

落地這類政策，在政策的協助下，這類組織的殘障勞工擁有更多與資

本協商和斡旋的空間，從而無法與類似C基地中的殘障勞工在宏觀層

面形成統一地反抗資本的團結性。

總體而言，現有不穩定政治研究關注的不穩定性勞動體驗同樣在

殘障數據標註工的勞動中有所呈現。在「嚴苛算法控制」和殘障自組織

為代表的「人類邏輯」的雙重作用下，這類不穩定性勞動體驗呈現出與

已有研究不同的多樣性。同理，在「嚴苛算法控制」和殘障自組織為代

表的「人類邏輯」的作用下，殘障數據標註工的能動性也呈現出多樣

性。而這種勞工能動性的多樣性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平台殘障自組織在

算法和數據標註工之間的站隊，而這類站隊則取決於殘障自組織的特

殊性質以及其所處的特殊勞動語境。

註釋

1 殘障自組織指由殘障者運營的（其董事會和成員層面至少有51%的成員為
殘障者）、為殘疾人社群提供一個培養歸屬感與團結精神的空間的組織。
它兼具了殘疾人社群、匹配和非政府組織三種性質。參見People with 

Disability Australia. (2023). Disabled people’s organisations. Retrieved from 

https://shorturl.at/0ag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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